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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20 世纪 30 —40 年代的
实业界星五聚餐会

张守广

　　星五聚餐会是由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发起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以定期的聚会、座谈为主要活

动方式的社会团体。1932 年 3 月 ,该团体开始在上海举行定期聚餐座谈 ,抗战时期先后迁到香港、

重庆等地举行 ,抗战胜利后主要在上海、重庆举行 ,一直延续到 1952 年为止。在前后 20 年间 ,星五

聚餐会的聚餐座谈活动多达近千次 ,极少间断。与聚餐会直接相联系的有各地中国国货公司的创

建 ,以及包括西南实业协会在内的抗战时期后方各主要工业团体组织。随着星五聚餐会影响的扩

大 ,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贵州、桂林、成都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武汉等地的工商实业界中 ,都出现了星

五聚餐会。到目前为止 ,除若干学术著作偶尔提及外 ,学术界对于星五聚餐会尚无系统、深入考察

和研究。有鉴于此 ,本文将就星五聚餐会的产生、演变、活动、功能等进行一个初步的考察和分析。

一、星五聚餐会的产生及演变

从 1932 年 3 月发轫 ,到 1952 年停止 ,星五聚餐会的演变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32 年到 1938 年是开创阶段 　1931 年 9 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侵占我国东北。事变发

生的时候 ,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正在东北考察。张公权在事后记述道 :“目睹宝藏落于敌手 ,南归

后 ,即决心提倡农村贷款与提倡国货两事 ,以补偿东北出口之损失。”①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酝酿 ,到

1932 年 3 月 ,星五聚餐会就在上海举行了首次聚餐座谈活动。参加首次聚餐会的人数不到 10 人 ,

但是参加者张公权、宋汉章等人都是上海金融工商界著名人物。② 参加者以聚餐座谈的方式 ,商讨

加强产、销、金融各界合作 ,改进国货生产和销售的有效方法。聚餐会由于形式灵活且适应了当时

国货运动发展的需要 ,上海国货厂商和各银行负责人纷纷加入 ,参加者人数不断增加 ,逐渐达到数

十人。由于聚餐会约定在每周五举行 ,遂定名为星五聚餐会。③ 上海星五聚餐会开始的时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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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讨论问题 ,但是很快就开始进行提倡国货的实际工作 ,并成为“各地星五聚餐会之开山鼻

祖”。① 直到抗战爆发后的上海“孤岛”时期之初 ,上海星五聚餐会“每周作经常之会集 ,而于各项问

题作集中之讨论 ,连续举行 ,达数百次 ,从未间断。”②

1938 年到 1940 年是发展阶段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 ,民营厂矿掀起内迁运动 ,也有部分

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南迁香港 ,加上若干银行、厂商原在香港就有分支行或驻港办事处 ,一时间由

上海迁港的银行 (或分行) 、厂商 (包括办事处)达到 30 多家。③ 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天厨味精厂、

申新纱厂、大中华橡胶厂、新亚化学制药公司、五洲制药厂、美亚织绸厂、三友实业社以及中国、上

海、交通等银行的香港分行。由于香港已经“成为上海与内地联系之中心 ,并为国内外交通之枢纽 ,

星五聚餐会乃移港继续举行。”④ 1938 年 5 月 20 日 ,30 多家迁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代表在香港胜

利酒店欢宴 ,这是香港星五聚餐会的第一次聚餐。⑤ 这次聚餐会上 ,康元制罐厂负责人阮维扬被推

举为聚餐会总干事 ,还规定每星期五中午举行餐叙 ,以东亚银行 901 号为聚餐会办事处。到 1940

年 4 月 19 日为止 ,在前后约 1 年又 336 天中 ,香港星五聚餐会员厂商由 30 家左右增加到 60 多家 ,

其间每周集会从未间断。当 1940 年 4 月 19 日聚餐次数达到 100 次时 ,曾经举行盛大纪念会。会

后香港星五聚餐会正式改组为中华国货产销协会香港分会 ,成为一个社团组织。⑥

1941 年到 1945 年是全盛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沿海完全被日军封锁 ,后方经济困难

加剧。为加强联络、互通有无 ,克服困难 ,后方金融实业人士决定“赓续沪港星五聚餐会办法 ,集合

实业、金融、经济界人士数十人 ,每周作一次之会谈。”⑦ 于是在 1941 年 12 月 19 日 ,聚集在重庆的

后方金融实业界人士举行了内迁后的第一次星五聚餐会 ,从此“生活在缺乏工业俱乐部一类组织的

陪都实业界智识分子 ,无不以星期五的集会 ,为每个星期内最有意义的活动 ,除非有重要事务 ,绝不

肯轻易放过的。”后方各个工业团体的代表人物 ,也都乐于到星五聚餐会“发表他们的主张 ,陈述他

们会员事业的困难。”⑧ 参加重庆星五聚餐会的人数多时可达数百人 ,星五聚餐会在抗战大后方发

展到全盛时期。

1946 年到 1952 年是衰落阶段 　抗战胜利后之初 ,重庆星五聚餐会仍然异常兴盛。同时 ,随着

抗战胜利后经济复员的部分实现 ,从沿海沿江地区内迁到大后方的多数工商界人士逐渐返回原籍 ,

其经营重心也随之转移。在这种情况下 ,西南实业协会上海分会于 1946 年 7 月 19 日在上海复会 ,

紧接着恢复了上海星五聚餐会的组织与活动。由于这一时期金融实业界人士逐渐分散到各地 ,星

五聚餐会在重庆、上海、武汉等城市分别举行 ,从而分散了工商界本来就有限的力量 ,加上经济、社

会、军事、政治诸方面动荡加剧 ,不少有实力的工商业者又开始酝酿南迁香港等地 ,星五聚餐会的影

响迅速下降 ,走向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各地星五聚餐会相继解散 ,上海等地星五聚餐

会的活动则一直维持到 19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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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星五聚餐会的组织特点、活动方式与功能

星五聚餐会不是遵照相关法规成立的正规形态的社会团体组织 ,也没有明文规定的宗旨。胡

西园把星五聚餐会称为“一个声气相通的朋友聚会”①。星五聚餐会发起者之一的史久鳌说 :星五

聚餐会名称是聚餐会 ,“实际上并不是为我们同人自己好吃饭而聚餐 ,其目的是为谋使一般人有饭

吃。”② 星五聚餐会活动内容主要是包括聚餐、座谈和演讲 :“每星期五举行叙餐会时 ,除会员间彼

此叙谈交换着意见外 ,有时敦请专家演讲 ,增进同人知识。有时邀致国内各地的来宾报告各地情

形 ,一方借此互通消息 ,一方可使各人的事业赖以改进。”③ 这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在星五聚餐

会的各个阶段一脉相承 ,只是规模有所不同而已。星五聚餐会以独特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体现

了旨在推动金融实业界加强情感联系和信息交流、振奋企业精神、强化经济互助等功能与特点。④

就组织形式而言 ,星五聚餐会设有干事会 ,干事会负责安排聚餐、座谈、邀请演讲人等具体会务

工作。星五聚餐会在上海初创时期的详细组织情况不明 ,在香港举办时期总干事由康元制罐厂香

港办事处负责人阮维扬担任 ,刘履吉、陈南生为干事 ,并设有办事处。重庆时期的星五聚餐会由西

南实业协会发起和主办 ,实际负责人是张肖梅 ,干事会由张禹九、陈叔敬、吴味经三人组成。张肖梅

是著名经济学者 ,留英回国的博士 ,张公权胞弟张禹九之妻。张禹九是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经理 ,陈

叔敬是重庆国货公司经理兼重庆牛奶场场长 ,吴味经是财政部花纱布管理处所属福生庄总经理。

聚餐是星五聚餐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聚餐的时间为星期五的中午 ,餐费由参加聚餐会

的会员根据自己参加聚餐会的次数交纳。聚餐受到参加者重视的原因 ,在于聚餐实际上是为参加

聚餐的代表提供了定期进行个别交流机会 ,通过聚餐时的个别交流 ,参加者既可以“互相联络 ,密切

合作”,又可以相互“交换各人的经验和见解 ,来共同谋取一般工商业的改进及发展。”⑤ 对于平日

各自忙于经营业务 ,惜时如金 ,又需要彼此加强联系、沟通、交流以开拓事业的金融实业界人士 ,星

五聚餐会的定期聚会无疑提供了一个最为方便的场所和机会。正由于此种原因和实际需要 ,“陪都

实业界智识分子 ,无不以星期五的集会 ,为每个星期内最有意义的活动。”⑥

座谈有专题座谈会和普通座谈两种 ,是星五聚餐会的一项主要内容。专题座谈会主要针对经

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在中午聚餐结束后进行座谈讨论。这样的专题座谈会通常经过一次讨论就

得出结论或找到办法 ,如 1942 年 6 月 19 日星五聚餐会邀请有关经济金融各专家讨论了后方设立

证券市场问题 ,1942 年 11 月 20 日星五聚餐会专门举行了讨论物价问题座谈会 ,1943 年 1 月 8 日

星五聚餐会专门举行了限价问题讨论会 ,1943 年 3 月 19 日星五聚餐会专门举行了棉纱问题座谈

会。特别重大的问题可以在星五聚餐会连续讨论两次 ,如 1942 年 4 月 17 日和 24 日在章乃器、潘

序伦主持下连续两次讨论工业资金问题与纳税问题 ,1945 年 9 月 21 日和 28 日星五聚餐会就工业

问题进行了连续座谈 ,1946 年 6 月 19 日和 24 日星五聚餐会就中小工业问题进行了连续座谈。星

五聚餐会对于重大问题举办的专题座谈会 ,在讨论出具体结论和办法后 ,会把这些结论和办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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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会员厂商或政府经济行政部门参考 ,特别重大的问题 ,还会联合各工业团体一道采取联合行动。

除了上述这些专题座谈会外 ,星五聚餐会上还经常在演讲者进行演讲前后举行座谈 ,通过座谈交流

意见 ,增进了解 ,加强合作。

演讲是星五聚餐会一项具有特色的重要活动 ,通常每次聚餐会邀请一到两位演讲者 ,多的时候

一次可以邀请三位。受到邀请进行演讲的多数是金融、实业界的著名代表人物 ,也有主管经济行政

的官员、国家行局负责人、中央部会和各地行政首长、经济学家、社会名流。抗战时期在重庆星五聚

餐会进行演讲的著名实业界领袖人物有章乃器、厉无咎、吴羹梅、胡厥文、马雄冠、胡子昂、孙越崎、

胡西园、康心如、卢作孚、吴蕴初、刘鸿生等。主管经济行政的官员、国家行局负责人、中央部会和各

地行政首长有王 、李景潞、徐伯园、何北衡、张丽门、高秉坊、庄仲文、贺衷寒、谷正纲、吴稚晖、林继

庸、刘芸攻、吴国桢、张公权、蒋廷黻、张笃伦等。学者名流有吴景超、杨荫溥、胡政之、王芸生、黄炎

培、褚辅成、顾毓 、潘序伦、邵力子、方显廷、郭沫若等。重庆谈判后不久 ,1945 年 10 月 19 日周恩

来也应中国西南实业协会邀请 ,在星五聚餐会上作了《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 ,在重庆和后方实业界

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星五聚餐会的活动情况和座谈、演讲内容 ,在上海星五聚餐会的初创时期和香港星五聚餐会的

发展时期都没有公开报道或很少报道 ,因此社会给予的关注很少。香港星五聚餐会举办到 100 次

的时候 ,曾经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纪念活动 ,邀请了上海、东南亚和内地的著名的金融巨子、工商界巨

头、社会名流参加 ,并邀请《大公报》、香港和东南亚的报刊记者采访 ,纪念会还编印了《香港星五聚

餐会百次纪念特刊》广为赠送 ,星五聚餐会开始逐渐为社会了解。重庆时期星五聚餐会的情况有了

很大的变化 ,无论是专题座谈会的发言或是各方面人士在星五聚餐会的演讲 ,均由《西南实业通讯》

编辑部进行速记 ,除了少数座谈和演讲内容由于涉及国家秘密不便公开发表外 ,其余全部按时间先

后在《西南实业通讯》上刊载。而这些被刊载出来的星五聚餐会座谈会发言和演讲 ,很快就“成为读

者最感兴趣之一栏”①,重庆的报纸和杂志 ,也经常对星五聚餐会的情况进行报道 ,星五聚餐会在社

会上的影响由此不断扩大。

星五聚餐会是 20 世纪 30 —40 年代金融、实业界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现实条件和发展需要而作

出的一个创举 ,是当时不可多见的带有鲜明民族工商业者意识形态色彩的非常规民间实业社团。

在长达 20 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星五聚餐会辗转各地 ,历尽艰难 ,产生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

应当给予适当的评价。

　　〔作者张守广 ,西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重庆 ,400715〕

(特邀责任编辑 :史建云)

641

① 张肖梅 :《本刊编辑调查工作报告》(1942 年 11 月) ,第 1 页 ,重庆档案馆藏 ,美丰商业银行档案 ,0296/ 10/ 273。

　　　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 4 期


